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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大陆、台湾和南韩都在考虑一般国民参与重大刑案审理之最佳方式时，他们应研究日本模

式。经过数年精心筹备，日本于零九年引入新制度，由六名非法律专业人士担任“裁判员”，与三

名职业法官一起决定定罪与量刑。这个制度迄今为止可说是成功的。 

然而，该想法甫提出，很多日本人担心最糟的情况──非法律专业人士可能会太感情用事、盲目偏

袒、因未经训练而不知如何分析复杂案件事实。日本在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三年间曾在刑事案件中

尝试，由被告选择是否由提供“参考性”意见的陪审团审判。当时多数被告拒绝使用陪审团，这项

实验终未成功。之后，保守派专家和大多数民众仍认为，司法还是留待法官和检察官解决比较好，

因为他们普遍被认为公正且客观。这反映了日本一种传统观念，即“官员最了解情况”。受此影响，

加上一般民众缺乏法律经验，一些评论人士便说，“外行人”无法不受到职业法官意见的牵引，他

们的参与有名无实。再者，一些调查也证实，大部分日本人不愿参与刑事审判。 

但是，九十年代初，为促使国家自金融危机中恢复，日本政府启动了旨在限制官僚权力的解除管

制政策。公众对司法职业人士的信心，恰也在那时开始动摇。越来越多人批评刑案的审理毫无道

理地慢，且难于理解。法院被指对未成年罪犯过分宽容，对被害人则漠不关心。一些律师和其他

法律专家认为，法官和检察官的合作关系太过密切，使被告及其律师无法得到公正的审判，而这

与日本名义上施行的当事人进行主义制度不符。 

九五年是一个转折点，恶名昭彰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发生后，法院对涉案恐怖分子的处理，

使民众长久以来累积的不满情绪大爆发。许多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中讲到，

“（对恐怖分子的）刑事审判完全没能反映我们的感受”。媒体和政府因而通过支持公众参与，来

提升审判结果中民意比重、加强公众对司法的理解。改革者们也希望审判可以变得更加迅速、公

正、更易理解且更值得公众信任，而限制法官权力的想法，又恰好与新的解除管制政策完全契合。 

最终，零四年，日本立法机关同意了改革的想法，认为司法太过重要，不能单单倚赖职业人士，

并通过了《裁判员参加刑事审判法》。这一法案适用于特定的严重刑案，包括谋杀、强暴、对非

空置住宅纵火等；法院和被告人无权要求排除裁判员而仅由职业法官进行审判。 

这一新兴制度的特色之一，是“外行裁判员”系针对每个新案随机抽选产生，而不似德国、法国和

义大利，经由推选产生并在某段时间内审理多个案件。裁判员和法官在定罪量刑方面拥有同等权

力。投票服从多数决原则，但条件是至少一名职业法官支持多数意见。 

刑事程序的若干重要革新，也有助此新制度一臂之力。首先，控辩审三方在裁判员选出前要召开

审前会议，厘清庭审安排、决定案件重大争点及应当考虑的证据。重大革新之二，是要求凡适用

裁判员制度的庭审连续开庭，而不能间隔很久。改革举措之三对所有刑案适用，即允许被害人及

其代理人讯问证人和被告、并对定罪量刑表达看法；同时，裁判员也可对证人和被告发问。最后，



为促进量刑公平公正，日本最高法院成立量刑检索数据库，提供裁判员制度下过往相似案例之量

刑结果，供法官和裁判员组成的合议庭、检察官和律师参考之用。 

鉴于目前已有约两千五百件个案适用了这一新制度，一些趋势已现端倪。首先是审结快，尽管法

庭评议过程保密，可看出法官和裁判员都已很适应合作的种种挑战。感情用事和盲目偏袒并未如

预期般成为大问题。从前高于 99％的定罪率无明显下降，特别是由于检察官在起诉时似乎前所未

有地谨慎。就量刑而言，从前法庭习惯判处被告的刑期，大体为检察官求刑幅度之 80％，“混合

式法庭”量刑结果较之虽无很大浮动，却对个案细微差异给予更多关注，有时格外同情被告，有时

处罚又较为严厉。虽总体来看大部分量刑结果并无变化，一个明显的差别是缓刑判决数量增多，

且更多被告获缓刑的同时，被判加入强调改造的缓刑保护观察计划。 

这个制度带来的最重要发展，或许体现在最细微的方面。据报导，检察官如今在审查被告审前警

讯供述时更加仔细，且会考虑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日本最高检察厅最近也宣布，打算凡适用裁判

员的案件，对被告的讯问均全程录影，并要求检察官尽可能尊重裁判员制度下的判决结果。最令

人瞩目的，是这一“法官─裁判员”组合，重视证人当庭作证，包括交互诘问，因而取代了日本从欧

陆学来、由法官聚焦在审阅审前案卷的传统审判模式，为日本的当事人进行主义审判模式带来了

全新生命力。最后，无罪判决虽仍不多，但比起单纯由职业法官组成的法庭，混合式法庭上的法

官和裁判员给人印象更开明、更倾向于怀疑审前供述。 

新制下，许多议题仍待解决。包括混合式审判的案件类型是否应扩大或缩小？被告是否有宪法上

的权利来选择审判种类？对包含如精神错乱等异常复杂情形之案件，裁判员是否应事先接受特殊

准备？混合式法庭应如何践行无罪推定原则？每个案件选择新裁判员的行政成本、时间和金钱为

何？裁判员是否真的不受法官的知识和名望左右？辩护律师能否提高技能以适应新机遇？ 

尽管仍有上述问题，日本模式的混合式法庭已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开端，而南韩目前实行的，同时

也是中国正在摸索而台湾还在考虑的，仅具“参考”性质的陪审团或其他类似制度，相形之下或许

显得不够大胆。比起日本，其他这些东亚国家是否太不相信其一般人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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